
重评董仲舒与司马迁的义利观

晋　 文

　　摘　要：对董仲舒和司马迁的义利观，学界还存在诸多争议或误解。 概而言之，董仲舒的义利观主要有两个

方面的含义：一是重义兴利，既强调义大于利，又主张物质利益不可或缺，圣人也要“为天下兴利”。 二是“宜在我

者”，把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物质利益都纳入“义”的范畴，而将不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物质利益均视为“利”的范

畴，并引申出反对盐铁官营和官吏经商的“与民争利”主张。 司马迁的义利观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利大于义，
公开宣称求利或争利是人的天性，所谓仁义亦只是“富”的附属物。 二是国家和个人均可以“兴利”，也应该倡导

“兴利”。 至于“兴利”能否成功，其结果是好是坏，则应当看具体效果，而不能一概否定。 尽管他们的义利观都存

在明显的局限，并相互对立，但无论是董仲舒的义利观，还是司马迁的义利观，实际都有着针砭现实的积极作用，对
后世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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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仲舒是西汉最著名的儒学大师，被时人和

《汉书》称为“群儒首”；而司马迁则是西汉最著名的

史学大师，被时人和《汉书》称为“有良史之材”。 他

们的义利观独具特色，代表着两种主流看法，对全面

认识西汉中期的经济运行和思想界的纷争亦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 但历来研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仍
有一些继续探讨的空间。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
文拟就董仲舒和司马迁的义利观重新评价。 谨请方

家赐教。

一、董仲舒的义利观

根据胡寄窗、李泽厚等学者的归纳①，董仲舒的

核心或基本经济思想是关于义利问题的阐述。 在此

基础上，董仲舒对土地问题、赋役问题、奴婢问题、盐
铁问题等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实施都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 其中多有发覆，对后世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１．重义兴利的义利观

按照义利的通常解释，“义”指道义，或道德行

为和规范；“利”指物质利益。 孔孟儒学的一贯主

张，皆义大于利，或义高于利和义重于利。 如“君子

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１］２４７１，“仁义而已矣，何必曰

利” ［１］２６６５。 董仲舒的义利观也大致如此，他在《春
秋繁露》中便明确阐述了这一点：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 利以养其体，
义以养其心。 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

安。 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 体莫贵于

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
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 而大无义者，

虽富莫能自存。 吾以此实义之养生人，大于利

而厚于财也。［２］２６３－２６４

但除了义大于利的主旨， 董仲舒还提出了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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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不可或缺的主张。 所谓“天之生人也，使人生

义与利。 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义者心之养

也，利者体之养也”。 这一主张应源自《荀子·大

略》：“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 ［３］这也是董仲舒

的发挥比先秦儒学更为贴近生活的一点。 董仲舒把

人们对物质利益的需求提到不可或缺的高度，而不

是将义利视为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 他的类似言论

还有不少，比如：“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
秋冬夏皆其用也。 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

乐一世为事。” ［２］３３０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

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 ［４］２５０３ 甚至声称

“为天下兴利”乃“圣人”职责［２］１７８。 这就充分说

明：尽管在董仲舒看来义大于利，但物质利益也同样

是天下所有人的需求。
更重要的是，董仲舒还把“兴利”完全作为褒义

词使用。 这对澄清“兴利”一词的含义也多有启迪。
众所周知，司马迁曾在《史记·平准书》中曰：“入物

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

用，法严令具。 兴利之臣自此始也。” ［５］１４２１自此以

后，人们便把“兴利”视为贬义词。 但作为著名的

《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却将“兴利”作为一个褒义词

使用，这不能不让我们对“兴利”一词的含义重新思

考，包括“兴利之臣”恐怕也并非都是贬义。 为寻找

证据，笔者翻检了一些古籍。 仅就《史记》而言，从
中便可以发现：在董仲舒之前，对“兴利”一词的使

用，人们往往都强调它的褒义。 比如 《秦始皇本

纪》：“诛乱除害，兴利致福。” ［５］２４５ 《平津侯主父列

传》：“五伯者，常佐天子兴利除害，诛暴禁邪，匡正

海内，以尊天子。” ［５］２９５８《郦生陆贾列传》：“皇帝起

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

之业，统理中国。” ［５］２６９８ 董仲舒所说 “为天下兴

利”，亦同样如此。 而在董仲舒之后，人们对“兴利”
的使用则大多作为贬义。 所谓“兴利之臣”，就是一

个例证。 但司马迁说的“兴利之臣”，乃指为“入物

者补官，出货者除罪”的谋划官员，并没有涵盖所有

“兴利”者。 以桑弘羊为例，他作为“兴利之臣”曾背

负千古骂名，而司马迁的评价即予以充分肯定，所谓

“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５］１４４１。 班固也同样高度

赞扬说：“运筹则桑弘羊。” ［４］２６３４这就无可争辩地

说明：“兴利”一词既有褒义，又有贬义，至少不能都

说成贬义。 所谓“兴利之臣”，也应当作如是观。
２．“宜在我者”的义利观

为了阐明自己的义利观，董仲舒曾提出了一句

争议很大的名言：“夫仁人者，正其谊②不谋其利，明

其道不计其功。” ［４］２５２４依照上文其物质利益不可或

缺的主张，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也似乎是不可理喻

的。 因此，当今有不少思想家都曾试图调和这一矛

盾。 根据《春秋繁露》：“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
其理不急其功。” ［２］２６８李泽厚便认为这句原话要比

《汉书》的记载“高明一些”③，至少没有那么绝对。
金春峰也赞同李泽厚的看法，并进一步提出：“董仲

舒的时代，社会欣欣向荣，国力强大，地主阶级奋发

事功，人们充满着建功立业的精神。 作为这种时代

精神的反映，董仲舒的指导思想，是强调功利、事功

和作为的。” ［６］但这种解释却多少是对董仲舒原话

的误解。
依照训诂，“义”的一个主要义项乃指“适宜”

“合宜”或“合适”。 如《礼记·中庸》曰：“义者，宜
也。”孔颖达疏：“宜谓于事得宜。” ［１］１６２９又《吕氏春

秋·孝行览》：“义者宜此者也。” ［７］ 《淮南子·齐俗

训》：“义者，循理而行宜也；礼者，体情制文者也。
义者宜也，礼者体也。” ［８］ 又《汉书·公孙弘传》：
“义者宜也。” ［４］２６１６ 均可证明。 从《春秋繁露》 来

看，董仲舒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来阐述义的概念的。
比如：“义者，谓宜在我者。 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

义。 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 ［２］２５３－２５４所

以只要“我”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哪怕获取了很

多、很大的物质利益，“我”的行为也必须被完全定

义为“义”。 用通俗的语言说，就是“君子爱财，取之

有道”。
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看出“正其谊不谋其利”

的真正含义了。 董仲舒所说的“仁人者”，是指统治

阶级的成员，即“士农工商”中的“士”，并未包括农

工商的成员。 所谓“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
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

也” ［４］２５２１，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在董

仲舒看来，对每一位官员即“仁人者”的适宜身份和

范围，国家都应当确定“我”的标准，并禁止在适宜

身份和范围之外再谋取利益。 此即“正其谊不谋其

利”的含义。 比如丞相，按规定俸禄万石，这决不能

说成谋利，而是辅佐皇帝、为朝廷公干所应得的酬

劳，恰恰是“我”的“义”的体现。 但在领取万石俸禄

后，如果“我”还要置办田产，还要经商，还要受贿，
乃至贪赃枉法，像名相匡衡的“专地盗土”，那就是

毫无疑义地谋利了［９］ 。 事实也是如此。 在《春秋繁

露》中，董仲舒便明确提出：
　 　 孔子曰：“君子不尽利以遗民。” 《诗》 云：
“彼有遗秉，此有不敛穧，伊寡妇之利。”故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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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则不稼，田则不渔。［２］２２９

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他也就此论述说：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

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 古之所予

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

小，与天同意者也。 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

足，而况人乎！ 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 身

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
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４］２５２０

为证明这个道理，他还举了鲁相公仪休的例子：
　 　 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

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

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

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

不贪鄙。［４］２５２１

由此可见，董仲舒说的“正其谊不谋其利”，就
是主张统治阶级的成员都应当满足于“食禄”和奖

赏，而不能再“与民争利”。 因为“食禄”者已经获得

了“宜在我者”的大利，还要和普通百姓争夺其赖以

为生的小利，下层民众还怎么活得下去呢？ 遑论朝

廷的盐铁官营政策了。 这完全是违反“天道”的“不
义”行为。 “不顺天道，谓之不义。” ［２］４７２故董仲舒

认为：“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

均布，而民可家足。 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
子之 所 宜 法 以 为 制， 大 夫 之 所 当 循 以 为 行

也。” ［４］２５２１他还建议武帝“盐铁皆归于民” ［４］１１３７。
汉初陆贾曾言：“治国治众者，不可以图利，治产业，
则教化不行，而政令不从。” ［１０］从思想源流来说，董
仲舒的主张即可视为对“与民争利”问题更具学理

性的阐述。
总之，董仲舒说的“正其谊不谋其利”，实际上

是一种法权观念，亦即把符合统治阶级身份和地位

的物质利益都纳入“义”的范畴，而将不符合其身份

和地位的物质利益均视为“利”的范畴。 正如李普

国所说：“统治者的求利行为合乎这种要求的为义；
反之，则为不义。” ［１１］ 这与董仲舒根本不讲功利或

不太重视功利的认识完全是南辕北辙。 恰恰相反，
董仲舒是非常讲功利的，只不过他把物质利益的获

取定义为“义”或“不义”而已。
３．一厢情愿的义利观

毋庸讳言，董仲舒的义利观是“强词夺理”的。
他借助所谓“天道”———本质是“神道设教”，故意混

淆道德规范与物质利益的界限，完全抹杀了事物的

不同性质和差异，这在认识论上是非常荒谬的。 精

神固然可以变为物质，物质亦可变为精神，但精神就

是精神，物质就是物质，二者的属性却是根本不能互

换的。 董仲舒对尊卑贵贱的封建等级的辩护也是煞

费苦心的。 他以现有统治秩序为基础，反复强调

“食禄”者应天然拥有更多物质利益的权利，并硬说

这就是“宜在我者”，而不把贫富差距归咎于严重的

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社会不公，亦即不平等制度。
按照他的逻辑推论，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都天然

享有最多物质利益，其他“食禄”者如贵族、官吏也

天然享有更多物质利益，而那些非“食禄”者如农

民、手工工匠和小商贩就只能得到微不足道的“小
利”。 所以他规劝朝廷应多向普通民众灌输这种理

论，让生活在贫困边缘的大多数农民都能够安于现

状，在重义轻利的桎梏下不再有非分之想。 针对

“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的危局，他也告诫

统治阶级不要贪得无厌，“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

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 ［２］２３０。 主张应尽量

给下层民众留出一些“小利”，不要把他们都逼到

“民不乐生”的死路，以免重蹈亡秦之类的覆辙。 如

其“仇雠其民，鱼烂而亡” ［２］１２６，“乘车者君子之位

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

行者，其患祸必至也” ［４］２５２１云云，诚可谓用心良苦。
但大多数既得利益者都目光短浅，是绝不会有任何

舍弃的；在苦难生活的重压下，普通民众也不可能都

安分守己，完全认命，因而董仲舒的设想也只能是一

厢情愿。
尽管如此，董仲舒的义利观仍然有着针砭现实

的积极意义。 西汉前中期的贵族和官僚地主经商已

成为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９］ 。 汉武帝推行告

缗、盐铁、均输等官营政策，也沉重打击了私营工商

业，特别是富商大贾。 如：
　 　 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
杜周治之，狱少反者。 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

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

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
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５］１４３５

而董仲舒的义利观，则揭露了许多贵族和官僚

地主的求利现象，以及剥夺商贾和官营盐铁等政策

的弊端，对探究吏治败坏和贫民越来越多的原因作

了比较深入的阐发，为维护和巩固汉王朝的统治亦

可谓尽心尽力，在很大程度上曾影响了国家政策的

制定。 西汉中期以后，朝廷多次颁行“禁民二业”政
策，甚至大幅缩减官营工商业的范围，特别是限制官

吏经营工商业［１２］ ，与此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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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对“与民争利”的抨击和剖析，也引发许多人

的共鸣，成为此后反对官营工商业、反对官吏经商的

经典论据，并在民间长期占据道德上的制高点，在中

国古代经济改革的争论中曾屡试不爽。 此外，董仲

舒还明确提出“圣人”要“为天下兴利”，虽然颠倒了

谁创造财富、谁养活天下的关系，但他公开承认物质

利益是人的生存基础，统治者都有不可推卸的“兴
利”义务，这比孔孟空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更是有很大进步的。

二、司马迁的义利观

作为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编撰《史记》时对历

史上的经济问题曾高度重视。 除了许多分散记载，
他在《史记》中还专门写了《平准书》 《河渠书》 《货
殖列传》三篇关于经济问题的文章，司马迁的义利

观及其善因论和兴利论在上述记载中都得到了充分

体现。 他的义利观对后世也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１．利大于义的义利观

和董仲舒相比，司马迁的义利观又有了新的发

展。 他公开宣称逐利（即求利）与争利是人的天性，
认为致富和享乐乃人的本能。 如他说：“夫神农以

前，吾不知已。 至若《诗》 《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

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

矜势能之荣。” ［５］３２５３这比遮遮掩掩的物质需求观要

更为直白④。 司马迁还列举大量事实说：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故壮

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

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 其在闾巷少

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
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
其实皆为财用耳。 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

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

择老少者，奔富厚也。 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

骑，亦为富贵容也。 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
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 博戏驰逐，
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 医

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 吏士舞

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

也。 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５］３２７１

也正是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司马迁对古往以

来的逐利活动都给予了高度肯定，甚至更极端地提

出了：
　 　 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

附焉。 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

乐，夷狄益甚。 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
此非空言也。 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

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

室之 君， 尚 犹 患 贫， 而 况 匹 夫 编 户 之 民

乎！［５］３２５５－３２５６

即司马迁公然申明人的天性就是逐利和致富，
所谓仁义亦只是“富”的附属物。 这与先秦墨家多

少脱离实际的“交相利”思想，道家的利己和带有一

定欺骗色彩的“知足常乐”思想，法家不讲道义的

“趋利避害”思想，都既有不同又有继承和发展，更
遑论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了。 尽管人的逐利和致富

也还要受到道德乃至法律的制约，但强调道德不能

空谈、不能完全脱离物质基础却应当被充分肯

定［１３］ 。
既然物质财富的多寡决定着人的地位与社会关

系，那么逐利致富的成功也就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

高，亦即人生的成功。 反之，则可谓失败，也是一种

莫大的耻辱。 司马迁曾对空谈仁义的贫贱者直言不

讳，认为他们“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

义，亦足羞矣” ［５］３２７２。 司马迁首创为“贤人所以富

者” 的商贾立传， 也正是这种 “ 崇势力而羞贱

贫” ［４］２７３８思想的体现。 以秦朝的乌氏倮、寡妇清为

例，司马迁便高度赞扬并评论说：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

戎王。 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

牛。 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

不訾。 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

犯。 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

下，岂非以富邪？［５］３２６０

但这种看法却显然存在很大的局限和偏颇。 在

私有制为基础的汉代社会里，完全以财富的多寡来

判断一个人的地位高低、成功与否甚或道义的高低，
这实际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舆论导向，它必然会造成

一切都以逐利、致富为目的的社会乱象出现，比如不

择手段的坑蒙拐骗，比如以强凌弱的变相抢劫，从而

结出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的恶果。 即使今天，我们强

调经济建设，主张加快社会财富和个人财富的积累，
让人民享受美好生活，但对一切向钱看的极端导向

也是要坚决反对和杜绝的。 尽管司马迁也曾批评

“贵诈利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 ［５］１４４２ 的现

象，并对致富作了某些道义上的限制和分类，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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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 ［５］３２７２，但“人富

而仁义附焉” ［５］３２５５的看法却仍然是一种存在即合

理的错误认识。 他对社会财富的严重不均视而不

见，反而将贫富分化都归因于人的能力大小。 比如

“贫 富 之 道， 莫 之 夺 予， 而 巧 者 有 余， 拙 者 不

足” ［５］３２５５，“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
肖者瓦解” ［５］３２８２，等等。 对那些人数众多的贫者和

弱者来说，司马迁的这种看法即可视为判定他们必

将遭受欺压和奴役的霸王逻辑。 由此也不难理解：
为什么连董仲舒都主张应缩小贫富差距，而司马迁

的思想却明显倒退，强调应“莫之夺予”，即放任自

流和任其发展了。
２．“善因”“兴利”的义利观

司马迁也部分反对国家对工商业经营的干预，
他在《货殖列传》开篇便征引老子的话说：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

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
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

目，则几无行矣。［５］３２５３

根据李埏的精辟解析，文中“必用此为务”句应

当上读［１４］ ，意思是说人民的美好生活“有待于社会

分工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阐发了“货殖”
一词的基本含义。 而“至治”则与最重要的“因之”
相联系，亦即顺应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使他们都

能“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１４］ 。 概言之，司
马迁是主张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应放任自流的，并认

为文景时期的不干涉政策是最好的工商业管理模

式。 所以他对五种工商业政策的优劣曾评论说：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

之，最下者与之争。” ［５］３２５３这就是名闻遐迩的善因

论的由来。
有学者对司马迁的善因论作了比较全面的解

读，其内容如下：
　 　 司马迁对经济管理的政策排列次序、区别

优劣的标准是政府有为的程度如何：国家发展

经济采取放任的政策是最好的，越“有为”就越

有害于经济发展。 “因之”的经济政策，实际上

是无为而治，是最好的经济政策；“利道”则是

因势利导，需要政府采取措施诱导人们从事经

济活动，比放任政策显得要“有为”一些，但政

府干预的强度尚不算大。 而“教诲之”的做法，
政府干预经济的强度又有了增强。 “整齐之”
则是国家进一步加强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力度：
对经济活动要采取强制性的措施以达到鼓励、

限制、禁止的目的。 “与之争”则是政府建立各

种官僚机构直接从事经济活动以赢利。 这是国

家发展经济所采取的各种政策中，最不可取的

政策。［１３］

从市场经济理论来看，上述解读应基本可信，但
也存在着某些曲解和误读。 其一，“司马迁对经济

管理的政策” 应为 “司马迁对商品经济管理的政

策”，或“司马迁对工商业经济管理的政策”。 毫无

疑问，司马迁的善因论并不包括农业生产经济的管

理。 如果农业生产也要放任自流，甚至把国家的农

本政策视为“整齐之”或“最下者”，这显然违背了历

史事实，也曲解了司马迁的原意。 以文帝时期为例，
其大力重农的国家政策，比如轻徭薄赋，便被司马迁

作为盛德之一而高度赞叹：“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

载，德至盛也。” ［５］４３７为了强调国家兴修水利的重

要性，他还专门撰写了《河渠书》，以作为经验、教训

的总结。 其二，把官营工商业视为“最不可取的政

策”也是一种误解。 工商官营政策自古即有，所谓

“工商食官”。 在文景时期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官营

工商业，比如“工官” “齐三服官”等，比如官营农牧

场和手工工场的商品买卖，司马迁并未予以否定，又
怎么能将所有官营工商业都看作“最不可取的政

策”呢？ 显而易见，所谓“最下者与之争”还有着语

意模糊的特定对象，无非司马迁想让读者领悟，不愿

意直说而已。
司马迁的善因论是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的。 有

一点非常清楚，司马迁并不完全赞成董仲舒“与民

争利”的论述。 在司马迁看来，既然求利或争利就

是人的天性，而且致富也是人生的成功标志，那么无

论朝廷还是官员，抑或普通民众，即便逐利经营了工

商业，只要能够致富，也就应当得到社会的肯定。 故

他说：“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

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

之君。 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５］３２５５值得注意

的是，司马迁并没有为董仲舒单独立传，而是在《儒
林列传》里简单记录了董仲舒的儒者事迹。 对《汉
书》补记的《举贤良对策》，特别是董仲舒关于限田

和盐铁恢复私营等建言，司马迁都一字未提。 这或

许有多种原因，但从理论的自洽来看，司马迁不完全

赞同董仲舒的主张应毋庸置疑。 可以作为旁证的，
还有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对司马迁的引证。 如果司

马迁真的完全否定了官营工商业，否定了所有官吏

的求利（包括争利），桑弘羊又怎么可能把他的言论

作为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呢？ 可见事实还并非如此。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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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究其思想的真谛，就不能不说到司马迁的兴

利论了。
司马迁的兴利论出自《平准书》，其全文如下：
　 　 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

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 唐蒙、司马相如开路

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

罢焉。 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

靡然发动。 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

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
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弊以

巧法，财赂衰秏而不赡。 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

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
兴利之臣自此始也。［５］１４２０－１４２１

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司马迁说的“兴利之臣”
是在汉武帝大规模开疆拓土后开始出现的。 所言

“兴利”其实既有褒义，又有贬义，还有中性表述。
前揭董仲舒“为天下兴利”云云，即足以证明。 问题

在于，司马迁对“兴利之臣”的多数做法并没有明说

好坏，而只能根据《平准书》做出大致准确的评判。
一般来说，司马迁对“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

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的记述，便应当

被看作坏的或比较坏的“兴利”做法。 这方面的措

施还有很多，比如番系为溉田、郑当时凿直渠，“各
历二三期，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数” ［５］１４２４－１４２５，
“乃以白鹿皮方尺， 缘以藻缋， 为皮币， 直四十

万” ［５］１４２６，“又造银锡为白金” ［５］１４２７，“兵革数动，
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征发之士益鲜” ［５］１４２８；“杨可

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 ［５］１４３５；“弘羊

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 ［５］１４４１，等等。
特别是杨可告缗，更可以说是“最下者与之争”的典

型。 因为就算官府或官吏经营工商业，最坏的结果

也就是官商勾结、强买强卖和垄断市场，但告缗却是

公开抢劫并消灭富商大贾了［９］ ，所以这种“兴利”
也必定为司马迁所不齿。 而统一铸币、盐铁官营和

均输平准，则应当被看作好的或比较好的“兴利”做
法。 如其“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

钱皆 废 销 之， 输 其 铜 三 官。 而 民 之 铸 钱 益

少” ［５］１４３５， “ 大 农 以 均 输 调 盐 铁 助 赋， 故 能 赡

之” ［５］１４４０，“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

上，并北边以归。 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

巨万 计， 皆 取 足 大 农 ”， “ 民 不 益 赋 而 天 下 用

饶” ［５］１４４１云云。 当然，有些“兴利”措施好坏混杂。
比如武功爵，未能直接兑现获胜军人的战功奖赏，不
免缺憾，但在财政匮乏的情况下能暂时解决其不得

奖赏的难题，亦可以说差强人意［１５］ 。
总的来看，司马迁的“兴利”论就是主张朝廷和

社会各界都可以逐利，至于能否成功或结果是好是

坏，则应当看具体效果，而不能一概否定。 对“兴利

之臣”的评判，也是如此。 做得好的，即予以肯定；
做得不好的，即予以否定。 在司马迁的眼里，“兴

利”实际多数是一个中性词，至少不能完全等同于

“榷利”。 这与后世均将“兴利之臣”作为贬义词还

有着不同，亦与此前多将“兴利”视为褒义词有别。
究其原因，则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逻辑的自洽

和史学家的求实，二是汉王朝的现实需要与司马迁

的忠诚。 具体来说，司马迁坚决拥护汉武帝的大一

统政策，支持其开疆拓土的大规模战争。 但战争需

要巨额军费的投入，在财政匮乏的情况下就有一个

怎样筹措军费的问题。 司马迁注意到许多富商大贾

不愿意为国家分忧的现象，如：“富商大贾或蹛财役

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 冶铸煮

盐， 财 或 累 万 金， 而 不 佐 国 家 之 急， 黎 民 重

困。” ［５］１４２５“是时富豪皆争匿财。” ［５］１４３２ “天子既

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 ［５］１４３４

这使他逐渐认识到：仅仅通过个人致富还不能完全

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 而国家经营工商业则可以从

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既能够使国库充裕，又能够避

免对农民的大幅度加税，保持社会的安定，尽管也严

重损害了商贾利益。 所以司马迁才把官营工商业多

视为兴利的成功，并得出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的精辟论断。 有意思的是，恰恰在“兴利”问题上司

马迁曾受到后世的猛烈攻击。 以苏轼为例，他把

《史记》记述桑弘羊的兴利措施便视为司马迁的“大
罪”之一［１６］ 。 这也从反面说明对司马迁的“兴利”
论还应当全面分析，更不能把官营工商业都视为

“最下者与之争”。

三、几点结论与启迪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董仲舒和司马迁的义利

观中得出几点结论与启迪。
首先，存在决定意识。 董仲舒主张重义兴利，既

强调义大于利，又主张物质利益不可或缺，圣人也要

“为天下兴利”。 而司马迁认为利大于义，并公开宣

称逐利是人的天性，所谓仁义亦只是“富”的附属

物。 二人的看法虽相互对立，但也都是基于现实问

题有感而发的。 董仲舒把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物质

利益都纳入“义”的范畴，而将不符合其身份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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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利益视为“利”的范畴，意在规范统治阶级获

取经济利益的范围。 一方面维护尊卑贵贱的等级制

度，为统治阶级天然获得更多、更大的经济利益制造

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又反对“与民争利”，告诫统治

阶级不要贪得无厌，应尽量给下层民众留出一些

“小利”，不要把他们都逼到“民不乐生”的死路，以
免重蹈亡秦之类的覆辙。 同样，司马迁强调国家和

个人均可以“兴利”，对“兴利”的作用要具体分析，
不能一概否定，也是要为朝廷和社会各界的求利行

为提供理论依据，既要论证官营工商业和“士农工

商”求利的必要与正当，又要避免对私营工商业和

农民的过分剥夺，并禁止奸商和贪官污吏的牟利行

为。 他们的主张都从不同角度触及经济运行和社会

生活的本质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虽然主张

“盐铁皆归于民”，但从所谓“大无义者，虽富莫能自

存”来看，其中也应暗含对私营大工商业者的限制，
只不过更加反对官营工商业的垄断而已。 同样，司
马迁虽然也指责富商大贾“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

家之急”，但却并不完全赞同把他们的财富和产业

都予以剥夺的政策。 在这个问题上，董仲舒和司马

迁的见解还是基本相同的。
其次，董仲舒的义利观是在基本否定现行经济

政策的基础上提出的。 他的设想虽然大多没有被汉

武帝采纳，但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其否定官营工

商业的主张却最终为朝廷所接受，成为西汉王朝的

主流思想。 《汉书·食货志上》说，元帝继位，“在位

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假田官、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

利。 上从其议，皆罢之” ［４］１１４２。 这就是一个不争的

事实。 而司马迁的义利观则是在基本肯定现行经济

政策的基础上提出的。 总体来看，他的“兴利”主张

实际就是西汉中期的主流思想。 尽管时过境迁，西
汉王朝的官营工商业政策逐渐被朝野上下所摒弃，
但任何人的求利都有其合理性的论证却明里暗里仍

为大多数人信从。 以罢除酒榷来说，此项“改革”乃
是盐铁会议最主要的成果———始元六年（公元前 ８１
年）“秋七月，罢榷酤官” ［４］２２４。 而大将军霍光的家

里后来便开始经营酒酤。 如《汉书·赵广汉传》记

载，京兆尹赵广汉“发长安吏自将，与俱至光子博陆

侯禹第，直突入其门，搜索私屠酤，椎破庐罂，斧斩其

门关而去” ［４］３２０４。 又《汉书·贡禹传》记载，御史

大夫贡禹亦曾向元帝强烈要求：“欲令近臣自诸曹

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与民争利，犯者辄免官削

爵。” ［４］３０７７可见贵族和官僚地主经营工商业的普

遍。 但这恰恰是董仲舒曾坚决反对而司马迁所大声

疾呼的，也充分体现了历史的客观发展并不完全以

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董仲

舒反对“与民争利”的主张为罢废盐铁等官营工商

业创造了坚实的理论依据，而官营工商业的罢废又

事与愿违地为司马迁“兴利”论的大行其道创造了

更为广阔的空间［１２］ 。
再次，董仲舒和司马迁的义利观在经济思想史

上都有着重大的积极作用和意义，但也都存在其历

史和阶级的局限。 从董仲舒来看，他反对与民争利

的主张揭露了许多贵族和官僚地主的求利行为，以
及剥夺商贾和盐铁等官营政策的弊端，对探究吏治

败坏和贫民越来越多的原因作了相当深入的阐发。
这不仅为整顿吏治、减轻农民负担指明了方向，而且

为汉王朝的国家治理做出了理论贡献。 董仲舒还提

出圣人也要“为天下兴利”，其中亦暗含对官营工商

业的部分肯定。 但他故意混淆道德规范与物质利益

的界限，完全抹杀事物的不同性质和差异，这在认识

论上是非常荒谬的。 他希望统治阶级放弃一部分既

得利益，希望被统治阶级都安于现状，也完全是一厢

情愿的。 就司马迁而言，他对部分“兴利之臣”和大

多数商贾的肯定，揭示了经济利益不可须臾或缺的

真谛。 维护和巩固大一统王朝的战争离不开官营工

商业，各种商品的流通和交换也离不开商贾的买卖。
司马迁的义利观既可为官营工商业的求利正名，有
力支持了汉武帝的《春秋》大一统政策，也更为商贾

和社会各界的求利正名，在合法合规、遵守道义的情

况下，让追求富裕和美好生活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

识。 但在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完全以财富的多

寡来判断一个人的地位高低、成功与否甚或道义的

高低，实际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舆论导向。 司马迁对

社会财富的严重不均视而不见，反而将贫富分化都

归因于个人的能力大小，也是严重违背事实的。
最后，董仲舒和司马迁的义利观都对后世产生

了深远影响，特别是董仲舒反对“与民争利”的主张

和司马迁部分肯定“兴利之臣”的做法。 前者对朝

廷或官员与民争利的抨击和剖析，曾引发许多人的

共鸣，成为此后反对官营工商业、反对官吏经商的经

典论据，并在民间长期占据了道德上的制高点。 后

者对桑弘羊的称赞，所谓“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也博得不少官吏和一些士绅的认同，成为此后支持

官营工商业、支持官吏经商的主要论据，并在官方具

有很大的权威性。 在著名的盐铁会议上，文学批评

说：“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

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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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 散敦厚

之朴，成贪鄙之化。” ［１７］１所依据的就是董仲舒的义

利观。 而桑弘羊的论证，对司马迁的义利观则直接

征引说：“司马子言：‘天下穰穰，皆为利往。’赵女不

择丑好，郑妪不择远近，商人不愧耻辱，戎士不爱死

力，士不在亲，事君不避其难，皆为利禄也。 儒、墨内

贪外矜，往来游说，栖栖然亦未为得也。 故尊荣者士

之愿也；富贵者士之期也。” ［１７］２３０－２３１遑论汉代以

后的更多争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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